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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參加兩岸研討會，個人報告主題為性別政治在台灣，介紹台灣自 1990 以來的性

別法案推動力成，其中所反映的婦女團體與國家關係的轉變。自 1990 年以來，台灣

性別法案的推動越趨頻仍，也累積了豐富而異質的經驗，相當值得分析。在各種性別

法案的立法或修法的過程中，早期法案推動速度相當緩慢，例如兩性工作平等法的推

動或民法親屬篇持續性的大修正，幾經轉折歷時十幾年；之後也有少於立法院屆期的

三年便通過的性別法案(如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

力防治法)；晚近更有性別法案的推法時程相當短，如性別平等教育法在立法院由提

出到通過，不到三個月。各種性別法案往返於行政院不同政策部門、立法院不同黨派、

與各團體之間，隱然發展出不同的立法歷程與面貌。顯示出台灣的性別法案的推動已

經越來越趨成熟，社會團體與國家機器的合作，有效地推動運動的議程。此種在性別

法案推動過程所出現的國家與社會的自由統合關係，可以做為未來相關非政府組織社

會部門推動進步法案的參考。 

 

目次: 

(一)與會目的 

(二)與會過程 

(三)心得與建議 

(四)附錄:個人與會報告論文 

壹、前言 

貳、解釋立法過程差異的理論架構 

參、性別法案的不同推法歷程 

肆、各種推法模式間的關係 

伍、推法模式移植的結構性條件組合 

陸、結論 

 

本文 

(一)目的: 此行主要目的是參加，由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台灣研究

中心，所主辦的 “兩岸關係與公共治理研討會”，會中由政治大學參訪四位學者以

及上海交通大學的台灣研究學者以及上海相關台灣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就兩岸相關公

共事務分別發表相關論文。 

(二)過程:此次出訪主要是參與研討會以及學術交流，上海交通大學為主辦單位也是主

要接待單位，除了安排了一整天的研討會，其他幾天也安排了訪問上海市台灣研究

所，上海交通大學文科建設處、以及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所全體教師，同時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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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海市台辦等相關人員。 

(三)心得與建議: 此次為第一次本系所教師一起共同參與大陸方面所舉辦的研討會，

同時也接觸了很多不同學術研究單位，收穫頗豐。一方面是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主題相

當多，主要討論是兩岸的政治發展包括地方治理、非政府組織、台灣選舉與政權轉變、

兩岸政策轉變等，可以了解大陸相關研究者對於台灣的理解，也了解大陸相關主題研

究的進程。另一方面，除了研究報告之外，與相關學術單位的接觸拜訪，了解了上海

重要學校政治學系(交通大學以及華東師範學院)的發展情況，也建立起未來進一步學

術交流的可能。建議這樣的兩岸研討會可以定期進行，有利於學術交流。 

 

(四) 附錄(個人於會議發表論文內容) 

 

壹、前言 

在台灣長期以來，由於政府並無系統性的性別政策以及專責機構，性別政策乃零

碎地分散於各個不同領域，因而若要檢視國家的性別政策，往往無法免於綴補並檢視

零散的法案的形成與發展。自 1990年以來，台灣性別法案的推動越趨頻仍，1也累積

了豐富而異質的經驗，相當值得分析。在各種性別法案的立法或修法的過程中，早期

法案推動速度相當緩慢，例如兩性工作帄等法的推動或民法親屬篇持續性的大修正，

幾經轉折歷時十幾年；之後也有少於立法院屆期的三年便通過的性別法案(如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晚近更有性別法案的

推法時程相當短，如性別帄等教育法在立法院由提出到通過，不到三個月。各種性別

法案往返於行政院不同政策部門、立法院不同黨派、與各團體之間，隱然發展出不同

                                                 
1八 0 年代主要的婦女法案至少有八個，其中包括婦女團體所起草提出的四個全新法案:1990 年婦女新

知基金會提出「男女工作平等法」、1993 年勵馨基金會提出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以及現

代婦女基金會在 1994 年提出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與 1996 年提出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另外還

包括其他重要修正案如優生保健法、兒童福利法、少年福利法以及新晴版民法親屬篇修正案。(范雲 

2003)除了前述八個法案之外，晚近還有 2004 年通過由教育部提案的「性別教育平等法」，以及新近 2006

年通過的「性騷擾防治法」。 
2 系統性的多法案比較，主要是張靜倫(2000)對四個性別法案的推法難易比較，所提出政策特性的解

釋。該文將政策特性分為三類，一為政策目標，二為政策特性，三為法案的可爭辯性。針對政策特性

比較的結果，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三法案的政策目標均

屬於性別角色公平，政策類型則都屬於規制型(regulative)，以及法案的可爭辯性三法案均是低的，因

此在推動的過程中受到國家的阻力較小；相反地，男女工作平等法則屬於政策目標屬性別角色改變，

政策特性為再分配型(redistributive)，法案的可爭辯性是高的，故受到的阻力會比較大。然而法案本身

不一定有明確的政策類別，例如兩性工作平等法其內涵時則涵蓋了規範性與再分配性，政策目標除了

性別改變也包含性別公平角色。同時法案的政策歸類並非固定的，往往受到詮釋與認知差異的影響

(Boneparth and Stoper 1988)。同時，以政策特質推論政策成敗，無法解釋何以相同類型的法案在不同時

期會有推法難易之別，例如美國到 70s 年代中期，國會立法方向逐漸由過去強調「平等」法案轉向強

調「差異」性法案，政策類別本身也是在不同的性別政治環境中被選擇的結果(Costai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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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歷程與面貌。 

關於這些性別法案的推法步調與難易程度不ㄧ的原因，相關研究獲得的解釋不盡

相同；有的歸諸於社會事件的發生(如：鄧如雯殺夫案、彭婉如命案）（林芝立，2003)、

國家的回應性、法案的目標特性與爭議性(張靜倫，2000)、團體所使用的策略(唐文

慧、王文君，2000；林芝立，2003)、立法院的結構因素如性別與政黨的關聯(陳美華，

1999)、或是國際因素(唐文慧、王文君，2000；林芝立，2003)等因素。這些性別法

案的個案或少數比較研究，呈顯出性別法案的類型不一、牽涉的利益不等、面對的機

會與限制的獨特性、以及推動法案團體的策略的權宜性。然而這些個別因素的解釋力

往往是特定而非全面性的2，難以涵蓋或適用於解釋所有性別法案的過程的差異。 

整體來看，台灣 1990年以來所通過的性別法案，共同之處在於多數由婦女團體

採取主動遊說方式來推動通過，但因個別法案的推動難易程度與歷程的差異相當大，

顯見在立法過程中，仍取決於政策立法的另一主體—國家行為者的利益，以及既存的

國家與社會團體的競合與利益代表關係。而在性別法案通過難易不一的情況下，國家

行為者顯然並非自由主義者所預設的中立的女性主義的工具，也並非馬克思或激進派

所認知的從屬於階級利益或是父權代理的性質，而是在個別法案領域當中展演了不同

的角色，更確切地說，國家行為者的利益與意志，由政策發展過程的分歧可以推知，

往往並無一致立場，國家是「多重功能的多機構組合體，其組織只具有局部、暫時、

與不穩定的政治認同與操作能力」(Jessop 1990)。展現在實際的立法情況則是，在

同一國家，某個歷史時間，特定的部門政策議題中，存有不同的國家與社會性別利益

的組合型態，以及相對應的行為選擇結果，而產生不同的立法過程與結果。 

本文試圖回答兩個問題: 首先，1990年以來各種性別法案的推動歷程之間，存

在些什麼樣的差異，以及如何解釋其間的差異? 在這些看似個別化與零碎分布的性別

法案推法歷程之間，存在某些共同與不同的結構條件組合，本文採用分析國家與社會

關係型態的理論架構，將之統整並歸類為不同模組，除了可說明其間的差異之外，並

由不同模組中分析推法難易的因果解釋。再者，本文進一步關切的問題是，自性別法

案推動以來，在時間的遞移中，各自獨立的國家社會權力在複雜的交會過程中提煉出

不同的立法結果，然而這些立法歷程自然展現為不同的「模式」後，是否可以被有意

識地移植到不同的性別政策場域，更具體地來說，較為有效的立法模式是否存在可學

習仿效的可能? 透過對實際法案推動歷程的分析，本文也將探索立法模式的人為移植

複製所需具備的特定條件組合，亦即有效的推法模式所鑲對寄寓的權力結構模組，包

括該模式所依存的特定的政策領域環境、制度安排、與團體結盟與代表性等條件的組

合。透過此積極性分析，本文希望找尋有效的性別法案的立法歷程的轉移所需具備的

結構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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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解釋立法過程差異的理論架構 

性別法案跨越的政策部門相當廣泛，推法的過程也呈現出多樣性的動態，究竟由

過去到現在性別法案的推動過程究竟出現什麼樣的差異? 又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會有

利於性別法案的推動? 關於政策制定的過程的差異與難易的解釋，主要有兩種理論途

徑，一是認為取決於壓力團體與運動組織的團體的資源與策略，此種解釋往往被稱為

社會中心論，以多元主義為代表；二是將重心放在社會與國家兩者間的關係尋求解

釋，強調社會團體在制定政策過程中與國家所建立的制度性合作關係決定政策結果，

以統合主義為代表。 

社會中心論將政策產出視為社會團體角力的結果，強調政體內決策權力的分散、

團體的私人化與自主性、團體間的競爭而非合作性、政策制定過程的開放性與多重的

政策影響管道、團體遊說國會的過程、社會團體與國家有清楚的界線劃分並具有自主

性、國家的中立裁判性角色等特質（Ｗilson 1987）。社會中心論典型以多元主義為

代表3，此模式對於社會運動團體(婦女運動團體)而言，政策參與過程較為開放多元

（Berry 1989），提供了各種團體影響政策的開放空間與可能性。然而對於多元主義

的批判也在於，此觀點所假設的團體間的開放性競爭，往往忽略團體間的權力不帄等

與衝突。Goldthorpe (1984：322)批評多元主義的缺陷，在於以壓力團體的概念涵蓋

組織功能與特質完全迥異的團體，將功能性部門存在層峰組織的工商團體或工會與反

墮胎遊說團體混淆。即使學者注意到不同團體的影響力差異，但往往以不同團體所擁

有的資源與策略，來解釋團體政治影響力的差異（Truman 1951, Lindblom 1977）。

然而，許多政策的制定並非完全取決於團體的能力資源或策略，而是受制於國家在政

策制定過程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利益或意識形態，乃至於轉化利益為政策的主導能

力。4多元主義的理論弱點在於忽視國家的利益偏好與結構處境，因而被批評為沒有

國家理論(without a theory of state)，國家往往只是化約為政府或官僚被動地反

映團體的利益，或受制於社會利益的結果(Skocpol 1985, Nordlinger 1988)，更甚

者，批判者認為多元主義只是 Bently與 Truman 等學者研究壓力團體的概念殘留

                                                 
3多元主義的討論主要以美國的政策制定過程為代表，早期主要代表為次政府或鐵三角聯盟為代表；次

政府支配政策的概念產生於美國分權化的政治結構，並且也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而轉換。伴隨著政府

職能擴張與政策議題快速膨脹與複雜化、以及壓力團體的類別多樣化與數目激增，過去在 1940、50

年代被認為支配政策的鐵三角關係似乎開始生鏽。1960 年代公共壓力團體組織的興起，如環保團體或

是婦女團體的參與，使得管制性的政策(如農藥使用或墮胎政策)，也不再是簡單的三角決策關係，各

種政策關係人都試圖以不同管道介入影響政策制定。因此，原有的鐵三角理論，在 1960年代逐漸被

開放的議題網路(issue network)(Helco 1978)所取代。政策制定過程如同一個開放的網路，不再是

封閉的系統，參與者在不同時間進出該網路，沒有一致的目標利益，更沒有單一或一組行動者可以控

制整個政策過程，政策制定的過程更為難以預期。 
4
 例如美國的社會福利政策發展歷史，一般被視為具有母性特質，而不具備階級思考，但實際上，美

國的工會組織人力規模卻遠較婦女運動團體的人力資源龐大，同時工人具有投票資格的政治影響力，

婦女在美國社會政策發展早期並沒有投票權與政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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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al)，不具理論性且充滿描述性，難以比較，欠缺政治結構的觀點。(Cawson 

1986:27)。 

相對於社會中心論的多元論，統合主義的討論則強調政策制定過程中國家與社會

團體的結構性關係。早期的統合主義強調政策決定取決於國家的偏好與能力，團體的

參與代表乃是由上而下地被管制動員，因而也被認為帶有國家中心論的色彩，或稱為

國家統合主義，但在新統合主義的發展，則試圖帄衡國家與社會部門的角色，強調國

家與社會部門(勞資團體)透過制度性協商共同制定政策，並協助政府執行政策。關於

統合主義的定義繁多，5其定義上的模糊、多重性、與彈性，使其廣受歡迎普遍被使

用，但也使得其解釋力往往被稀釋(Molina and Rhodes, 2002)。若採取傳統嚴格定

義，統合主義既是特定的政策制定與利益調節的模式，同時包括特定的社會組織結構

型態，強調社會契約(social pacts)的重要性、勞資層峰組織結構、勞資國家三方的

協合關係(concertation)。在嚴格定義下的統合主義，其所強調的階層化組織型態往

往只適用於工會或企業組織，則又難以用來解釋多樣的國家與其他社會部門團體間的

關係。同時，過去統合主義模式的討論乃是戰後工業時代的經驗的產物，而在後工業

社會，傳統勞資國家三方協商型態或許逐漸消退，但其他各種教育、醫療、福利、環

境逐漸產生新的團體行動者，以及新的國家與社會團體二方的統合關係(Wiarda 

1997:175)，這些型態也對傳統統合主義的定義產生挑戰與鬆動。 

上述兩種途徑，分別作為分析政策制定過程的理論觀點各有其限制，傳統多元主

義分析強調團體或行為者間的互動與競逐主導決策過程，而忽略結構性權力關係，將

國家視為反映社會利益角逐的結果。而傳統統合主義則傾向於鉅觀的政體探討，忽略

流動性與變異性的國家與社會間非規律化連結的可能，在實際的各國政治經驗中，統

合主義往往只是相對的趨勢，而非絕對的特質。傳統統合主義與多元主義的共同問題

在於：學者往往試圖以此整體系統性概念捕追國家社會關係，甚至為異質多樣的國家

社會關係作單一普遍性的政體定位。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分別作為比較政治與政策

過程的分析架構，各有其參考性與侷限性，因此本文將以既有的兩種理論架構為基

礎，同時參考 Cawson(1986)所提出的類型分析概念，一則將分析層次由政體的整體

系統性，轉向政策部門的中級層次分類(meso-level)，二則將統合與多元主義視為連

續的光譜分類，以呈顯不同的性別政策上，不同的政策制定模式並存的可能。 

一則採取中間層次(meso-level)的分析架構，強調性別政策存在著部門間的差異

性。Ｗassenberg (1982)最早將政策討論區分為鉅觀(macro)、中觀(meso)、以及微

                                                 
5
各種定義中最具代表性的諸如，Schimitter 將統合主義界定為利益調節(interest intermediation)

的模式，Lehmbruch 則將之界定為政策制定(policy formation)的制度化模式，部分新統合主義學者

則將之視為國家介入經濟政策的經濟體系，另有學者將之界定為處理經濟事務的衝突與爭議的政治、

制度、與意識形態結合的回應模式。(Wilson 1983) 典型的定義如 Cawson(1986)界定統合主義下乃是

在「特定的社會政治過程，當代表壟斷性部門利益的團體與政府在政策產出上進行交換，牽涉其中的

這些團體扮演利益代表與利益執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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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micro)層次的差異。傳統的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的討論(如前述)為鉅觀層次的政

體討論，以單一排他型態(多元或統合)涵蓋一國內的國家與團體的關係，然而此種政

體分類有過於化約與失真的危險，因為即使在多元主義的美國也存在統合主義的政策

場域，而在統合主義的奧地利也存在多元的政策場域。6鉅觀系統導向

(system-steering)的分析將多元主義或統合主義視為政體(polity)特徵，而實際政

體乃是由分殊多樣的政策過程所組成，因此區分政體(polity)與政策領域(policy 

section)的分析有其必要，Cawson(1986)分析架構以中層政策領域的分析為主，著重

於不同政策領域的差異性。整體性的性別政體乃是鉅觀層次的討論，然而性別政策涵

蓋範圍相當廣泛，幾乎滲透於各種政策部門或領域之中，因此需要能夠區辨各政策部

門的性別政策差異的中層次分析架構。 
 二則強調團體與國家兩者關係，乃是連續性與流動性的光譜關係，因而需要中

介的轉化過程的概念幫助分析，需要修正既有社會中心或國家中心二分法的概念框

架。對於既有的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二分的反省下，學者也紛紛提出各種不同的分類

方式(Martin 1983；Schmitter 1982；Lehmbruch 1977；Wiarda 1997)。7但相關的分類

討論，有的過於強調團體角色，認為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之間的差異在於團體融入國

家政策制定領域的深淺程度，忽略國家與社會的結構與互賴關係(如 Martin 1983)、

有的則忽略團體的角色與團體間的利益代理方式，偏重於既有的統合架構的次分類

(如 Schmitter 1982 ；Lehmbruch1977)。 

根據以上的考量，本文參考 Cawson(1986)中層與連續性的分析架構，用以分析

特定政策議題的利益代表，以及決策與政策執行過程中國家與社會團體的相對關係的

不同類型，進一步將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國家與團體關係分為：自由統合主義、統合多

元主義、與競爭多元主義8，其相對特徵如下: 

 

競爭多元主義      統合多元主義    自由統合主義 

                                                 
6也因此Ｃawson (1986)認為對於個別國家的政體判斷，應以其統合場域與多元場域的相對比例來判

斷，某國可能具有“corporate bias＂來取代某國為統合主義的全稱。(Cawson 1986:43) 
7
 Martin 指出政策模式的連續性分布可分為：由自由統合主義(liberal corporatism)到中介的諮詢

(consultation)到多元主義(pluralism)等連續性的光譜，靠向統合主義的一端，強調團體在政策制定與執行

過程中具有影響力；中介的諮詢則認為團體在政策形成中有影響力，但在政策政策執行過程中則無；

靠向多元主義的一端，則強調在議會立法時團體有影響力，但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無正式角色。其他可

參考的分類方式如 Schmitter (1982)區分 corporatism-1 vs. Corporatism-2，前者為利益協調共識(interest 

intermediation)，後者為政策制定(policy formation)，但後者需以前者為基礎。統合主義本身既是特定的

政策制定方式也是團體與政府部門的特定關係。Gerhard Lehmbruch(1977) 區分自由與威權統合主義

(liberal vs. 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前者強調社團間的合作以及社團與國家間的自願性合作。社團在與

政府談判協商前也能發揮對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影響力。Wiarda(1997)則將統合主義依其根源區分為歷史

性與自然的統合主義、意識形態的統合主義、事實的統合主義(manifest)、以及新統合主義。 
8
 此處 Cawson 的分類為中層次的概念，但與鉅觀層次政體所採用的概念用詞有重疊之處，例如在鉅

政體層次與中層次都同樣出現多元主義的概念，為了區別兩者的不同，參酌其涵義，本文將 Cawson

中層次的多元主義用詞改為競爭多元主義，以與政體層次的多元主義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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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 pluralism) (corporate pluralism) (liberal corporatism) 

大量的團體參與 

重疊的利益範疇 

流動的權力結構 

充分的競爭 

 有限的團體參與 

特定的利益範疇 

層級式秩序 

欠缺競爭 

     

  此三種分類乃是中層概念，區別了三種政策場域，其中的統合多元主義乃是光譜

的中介過程，區隔了多元場域（pluralism sphere）與統合場域（corporatism 

sphere），此中介類別有其定義上的困難，其利益場域雖然欠缺清楚的界定，但提供

了一種混合性的國家與團體政策競合性過程的類型，突顯了此架構的流動性與連續

性，也降低一般理想型概念可能出現的靜態與僵固性。在趨向左端的競爭性多元場域

中，諸多團體競爭政策影響力，團體間的利益有重疊性但是並無組織性分工秩序存

在，少數團體可能透過動員在短期內可能較具影響力，但政策乃是在開放的權力競爭

中決定。而趨向右端的自由統合領域中，參與政策制定的團體數目較少，社會團體間

會出現某種程度的組織化分工或協調，在不同的政策部門利益下，不同團體在政策制

定與執行過程中經常被政府所徵詢，政策制定過程強調共識而非競爭。Cawson(1986)

架構中的「自由」統合主義所強調的協商共識政策諮詢等面向，雖發展於 1980年代，

但與傳統統合主義面臨理論的挑戰9，在晚近進行修正後的概念相符應。晚近討論逐

漸將統合主義作為某種「政策過程」與特定的利益團體「組織結構」兩者區隔開來，

「統合主義的政策過程」可以發生於「非統合主義的組織結構」中，統合主義的發展

的前提要件，不再侷限於特定的利益團體組織結構中，不必然是壟斷式、集權階層化

的組織型態，而是可能擴大到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ship)與協合式

(concertation)的政策制定過程(Baccaro 2003)。傳統強調組織結構的統合主義觀

點，修正轉向強調特定政策領域下政治合作交換與程序性協調的過程(Molina and 

Rhodes 2002)，「自由」統合的概念似乎正能表示其中的差異，也使得此概念可延伸

適用於後工業社會多樣不同的政策領域。 

在此中層與連續架構下，不論是趨近多元狀態或是自由統合狀態，都是存在於個

別政策領域(sectoral)而非普遍系統之上，並非特定的團體型態，也非特定的政府型

態，而是特定國家機關與社會團體間的政策折衝、協調與融合的一種狀態，此種狀態

存在於特定政策領域，存在於特定時間點並會隨時間改變。因此本文將引用

Cawson(1986)的中層架構，將近年來性別法案的推法歷程加以分類統整，並進而分析

                                                 
9
 主要受到新自由主義當道、凱因斯模式的放棄、歐盟的整合、工會議價能力的削弱，以及集體協商

關係的削弱等因素的影響，國家與勞資三方的制度性協商能力，也可能隨著國家制定政策能力的衰退

而減弱。(Smith and Streek 1991)。甚至有”Corporatism is dead !Long live Corporatism” (Schmitter 1989)

的喟嘆與爭論，而有逐漸將統合主義轉向微觀與中層勞雇關係的協商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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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策場域的法案立法過程與結果的差異。 

 

參、性別法案的不同推法歷程 

尌實際性別法案的立法過程來看，與國內大多數法案不同的是，幾乎重要的性別

法案都是由民間婦女團體提出草案，在立法院中尋求跨黨派合作，同時婦女團體限於

外在的政治環境以及本身團體的資源，過去對行政部門的遊說甚少，立法遊說的方式

則較普遍且較為有效，長期以來推法的方式，多數是在婦女團體主動相對於政府部門

被動的情況下進行的，但近期行政部門在性別立法的被動性似乎也出現改變。 

由於過去國內由於多數性別法案的主戰場在立法院，法案的實質內涵乃至於生死

都操之於立法院，因而相關研究也多採由多元主義的團體理論分析，主要著墨於團體

使用的策略來說明法案推動的歷程。（蘇秀美 1995）然而採用多元主義的團體個別行

為者觀點來分析國內婦女團體的推法，往往可以看到團體之間的角色、策略、乃至於

資源與限制的相似性。尌團體策略而言，婦女團體所採用的遊說方式大同小異，包括

召開公聽會、請願、抗議、旁聽施壓、社會教育喚起民眾意識的間接遊說、逐漸擴大

婦女團體結盟等等；同時婦女團體在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有相當相似性，包括了擔

任專業諮詢者、提供資訊、內外部遊說並進以積極介入立法過程。多元主義的團體主

體觀點，無法解釋每個法案推動過程的難易乃至於結果的差異性。 

推法過程的難易往往受到國家態度、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影響，而隨著新的政

治機會結構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婦女團體代表進入政府部門，制度化的政府與社會團

體利益協商的模式也逐漸成形，乃至於出現政府代理婦團利益模式的可能。然而若單

獨採取統合主義的模式來解釋立法的難易，也忽略了團體在立法過程的主動性，以及

難以解釋政府部門態度立場的差異。因此，需要更細緻地區分不同政策部門的性別法

案，可能存在的不同政策制定模式。採用 Cawson(1986)的中層分析架構，將有助於

捕捉實際上性別法案立法過程的多重樣貌，並有助於將形形色色的性別法案推法歷程

加以歸類。 

尌既有性別法案來看，有的是全新法案，有的是部分條文修正案，後者如優生保

健法、勞動基準法、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民法親屬篇、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

移民署條例等等修正案，不一而足。部分條文的修正案，牽涉法案條文數多寡不一，

對原法的影響也不同，例如民法親屬篇，10幾乎挑戰整個民法的婚姻制度的基礎，因

此工程龐大，歷時相當久，也有修正案只是單一條文的修正，如於少年福利法中加入

第九條離婚子女監護權的單一條文修正案。同時隨著時間環境的改變，不同的團體在

                                                 
10
婦女新知長期以來主推法案為「兩性工作平等法」、「民法親屬篇修正」，兩者的立法策略與歷程相似，

然後者採取更多元的立法策略，包括大法官釋憲，婆婆媽媽遊說團等方式，該修正案同樣歷經相當長

期的推動過程，在立法院面對諸多性別意識型態的爭議，法務部將之訂為三階段修法，目前仍在進行

中，因此本文暫不討論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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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間也會針對同一法案分次提出不同修正條文，許多修正案還在持續修正中，修

正案的時間內容界線難以釐清。因此本文的研究，將以全新的較為重要具代表性的性

別法案為例。11
90 年代以來，全新的婦女法案如下： 

 

法案名稱 主要推動組織單位 推動時間 

兩性工作帄等法 婦女新知基金會 1990.3-2001.12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勵馨基金會 1993.10-1995.7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現代婦女基金會 1994.3-1996.12 

家庭暴力防治法 現代婦女基金會 1996.7-1998.5 

性別帄等教育法 教育部兩性帄等教育委員會 2004.3-2004.6 

 

以下將這五個 90 年代以來全新並已通過的婦女法案，依推法時間先後分為 90

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到晚近後期，上表所指法案推動的時間以正式進入立法議

程(立法院提案)為主。個別性別法案推動過程歷時不一，而在實際法案提出之前社會

團體對議題的關注耕耘的這個階段，既有討論已相當完整，也非本文重點，本文關切

的是在 Cawson(1986)架構下，在性別議題進入國家政策範疇之後，社會團體的角色

策略與團體間的互動(是否存在對立競爭或是分工合作等)、牽涉其中的國家的利益範

疇(重疊或特定、一致或矛盾)、國家與社會團體關係(如帄行競爭或制度性整合協

商)、以及其間的權力流動與分配關係。而在分析的方法上，一方面透過相關文獻檢

閱來整理立法歷程，另ㄧ方面則分別面訪了熟悉本文所分析的五個性別法案的婦女團

體人員，包括主推兩性工作帄等法的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與幹部、主推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與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現代婦女基金會幹部、以及主推性別帄等教育法的教育部性

別教育帄等委員會的委員，透過檢視其立法過程的差異，將各別法案歸類為不同的推

法模組，以尋求解釋其差異的原因。 

 

一. 90 年代初期 

  「兩性工作帄等法」開創婦女團體立法之先，也開創了民間公民起草法案推法立法

的首例，更是婦女新知主要推動的法案與代表性法案，該法案建立婦女運動立法的操

作模式，成為後來其他社會運動團體(包括婦女團體)立法的仿效模式，後來的婦女團

體也紛紛設立基金會的模式，透過內外部遊說方式推法(范雲 2003)。因此此法堪為

婦女團體推法的初期代表，。。 

檢視參與立法的團體，由婦女新知提案開始直到三讀通過推動時間長達 11年期

                                                 
11

 2006 年 1 月份新通過的「性侵害防治法」，由於該法在本研究計劃訪談結束分析後通過，暫時未加

以處理。本研究所分析的代表性法案，主要以不同時間點、推法難易、以及推法歷程的差異等為法案

選擇基礎，透過分析不同的推法模式來探知推法的難易，也可以推及到其他所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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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參與立法過程的團體主要為婦女團體以及對立的資方團體(包括中華民國工商建

設研究會以及全國工業總會)，兩種團體提供不同的資源，競爭政策內涵的定義權。

婦女新知草擬法案，提供立法專業資訊(expertise)以及內外部遊說方式來推動該

法，12資方團體則以工商團體的經濟實力杯葛政策。13兩性工作帄等法的開放性競爭

性，可以由其版本繁多推敲得知，該法在推動過程中共有九個版本。民間部門團體之

間存在對立遊說的競爭關係，協商共識並不存在。 

國家部門對於該政策法案，並未存在一致的利益觀點。在初期政府機關採取排斥

民間團體的態度，試圖以尌業服務法其中兩條機會均等條文來取代完整的男女工作帄

等法。在兩性工作帄等法由民間婦女新知基金會提出後，國家一開始並未提任何相對

版本，直到資方對婦女新知所提出的版本出現反彈的聲浪後，國家才在資方的要求

下，由勞委會與經建會陸續提出相對版本，國家部門對該法案也出現不同意見，但是

與婦女新知版本相似的勞委會版卻遭到行政院的退審，致使男女工作帄等法的修法歷

程延宕許久，此法推動過程中，國家多數的時候可以說是阻力而非助力。（張靜倫 

2000)然則婦團與政府的關係乃是流動的，若說國家的性格一直是父權資本家的利益

代理者，則又難以解釋兩性工作帄等法的最終通過，當國家性質改變，也可能成為主

要推法助力，突顯的是國家內部的不一致性格，隨著與社團關係的改變而調整其政策

的軌跡。 

綜觀兩性工作帄等法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政策性質本身、社團策略，或是國家利

益等因素都無法單獨解釋法案的最終通過。相對的國家個別部門與社會團體關係的改

變乃是重要的轉折。但因立法過程的開放式競爭，需要協調多造利益衝突，因而該法

結果產生多處限制。包括適用範圍的限制、母性保護規定無強制性罰則、無相關施行

細則(如留職停薪津貼)、無法對政府所有機關一體適用，勞委會做為該法主管機關，

無法約束其他部門性別尌業帄等問題如教育部(教師同事性騷擾)國防部的抵制(工作

輪調)等。在多元主義的立法過程與特質，由於各造團體與政府部門間利益與影響力

的競逐，也連帶影響法案作為政治角力的結果，充滿高度妥協性。 

                                                 
12
整體來說，新知在整個推法的過程中主要進行立法遊說來尋求與立委們的合作，且進而創造社會輿

論或議題引起立委們的關注。雖然新知在二、三屆的立委任期內不斷地使用立法遊說的方式來推動「兩

性工作平等法」草案，但是其成效是有限的，我們可從直到 1998 年立法院才僅通過將法案名稱訂為「兩

性工作平等法」，且到了 1999 年行政院也才提出相對版本這兩件事情得知新知遊說效果的有限性。因

此，新知在其效益評估之下，決定改變策略以運用媒體、舉辦了公聽會、座談會、進入立院旁聽監督

審查過程、體檢公部門招募歧視、拍攝懷孕歧視紀錄片等等，來喚醒女性勞動意識，揭露女性在職場

遭受的歧視等作為推法的基礎。簡言之，雖然說立法遊說能夠使法案快速地通過，但也因為立法院內

反對聲浪過大使得該法數度無法審議，法案的通過困難性加大。因此，新知才會開始修正其運動策略，

轉而以爭取更多民意的支持，作為在立法院內遊說工作的後盾。可以說團體內外部遊說方式齊頭並

進，以尋求突破國家性別政策閉鎖的困境。 
13

 資方反彈視之為導致企業出走十大惡法之一。1994 年五月十二日，勞委會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草案

送交行政院審定，隔天工總高清愿、王又曾赴立院陳情，反對陪產假，使得行政院退回勞委會版本重

審。1996 年四月經建會也通過草案，女工團結生產線則批評其將養育責任交由勞工自行負擔。(張靜

倫 199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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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0 年代中期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簡稱兒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簡稱性侵法)、以

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簡稱家暴法)三個婦女法案都是 90年代中後期所提出通過的法

案，這些法案的提出與通過，與社會性別環境整體氛圍有相當關係，例如婦女團體藉

由聲援鄧如雯案，促使國家重視婦女人身安全法條的修訂與提案。而一般咸認為性侵

害防治法的通過，與 1996年彭婉如命案的發生，整個社會運動部門的集體動員有相

當關係，而之後 1997 年的白曉燕案，也使得婦女安全持續成為重要政府議題，整個

立法大環境對婦女安全相關法案的態度的轉變，都直接或間接促成這些法案的通過。

(潘維剛 2003：238 附錄)，  

   在推動的過程中，婦團之間已經形成某種程度的默契分工，各有所司（訪談

#616）。尌立法推法行動主體而言，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是由勵馨基金會與婦

援會聯手推動的法案，性侵害防治法與家庭暴力防治法都是現代婦女基金會主推的

法，家暴法立法過程有較多婦女團體的參與。這些法案初步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議題

時，不少的社團都曾以不同方式關注或參與，然而進入正式推法的階段後，則集中由

少數婦女團體主推法案。推法過程婦女團體間以聯盟主從或接力合作方式的方式進行

推法，14即使各團體對於法觀點有不同認知存在，15但個別團體往往會尊重主要推法

團體的立場，不會採取對立遊說或團體競爭立法。 

  尌主要推法團體訴求策略而言，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涉及色情工業與性工作、性自主的性政治議題，但在推動過程中相關團體或將之定位

為兒童福利問題（蕭新煌、孫志慧 2000）、或是運用母性關懷、訴諸母親角色或弱勢

人權等策略（唐文慧、王文君 2000、張靜倫 2000)，來減少行政立法機關阻力，促使

法案得以順利推動。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的過程中，為避免父權體制對該法案的阻

力，因此在論述策略上也採取較為溫和符合家庭價值的訴求。16團體在推法過程中，

                                                 
14

 在家暴法部分，幾個成功的背景因素 “我覺得婦女團體她們很有效的團結，然後事實上也很巧妙的

運用了一些政治力量”(潘維剛 2003：315 附錄.) 
15

 婦女團體對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討論並非立場完全一致，例如現代婦女基金會站在保護被害者的

立場，強調性別中立；婦女新知則強調性別意識，例如在強姦的定義上，新知認為只要涉及強暴脅迫

手段便違反其性自主便構成強姦罪，無需受害者證明不能抗拒，因其可能牽涉強暴過程的權力關係，

現代則認為拿掉受害者不能抗拒的舉證責任可能產生誣告，因此現代的版本留下「難以抗拒」。但到

了黨政協商過程，新知因為從頭到尾參與黨政協商，因此再度將性別意識的部分呈現出來。但是大體

而言，婦女團體間對於法案的主推功過歸屬(credit)有很清楚的默契，幾乎不會互搶或對立。(本文訪談

#616)   
16

 潘維剛（2003）論文附錄中的受訪者表示，現代婦女基金會採取柔性的方式立法 「所謂的柔性就

是說相對於新知的感覺是新知會有很強勢的 政府欠我的、國家欠我的，你應該還我，對，機構性的

不同，所以他很容易會樹立一些敵人，而且很容易會覺得我理直氣壯，這應該是我的權利啊！你應該

要立這個法給我啊！所以不太容易會去說服別人能夠很快地去接受這樣的東西，可是我覺得跟委員的

特質有關係，….在推法的時候她就去掉那麼尖銳的哪種男女之間權力義務的東西，她反而會比較訴求

的是哪種家庭應該有愛，家庭中應該要合諧的這樣的觀點，所以她才比較容易去說服別人，就會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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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了國家機構的父權性格，為減少推法的阻力，同時呼應配合社會主流價值，因此

傾向不挑戰既有的性別意識型態，將性別法案以較為中立的社會立法的方式來推動。 

尌國家的利益與回應性而言，國家以一種較消極的態度來回應了此三法的修正，

因為在審議法案的過程中，相關的行政機關並沒有提出對案來進行併案審查，17而是

以民間的婦女團體所提出的版本為審議法案的基礎，此三法在國家消極的回應下得以

順利三讀通過。(張靜倫 2000)當然，在推動過程中，政府內部並非全然一致或毫無

不同意見的。在兒少法中，主要的爭議在於立法院中的不同委員的立場差異，而有不

同的立委版本出現。而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對口單位主要是法務部和司法院，法

務部在部分議題上採取反對態度，18其他相關單位如司法院、內政部、警政署則相對

漠然被動。而家暴法的政府與婦團間的爭議更少，該法主管部門主要是在於內政部，

有清楚單一的對口單位的合作，雖行政部門內有少部分爭議，19但政府部門的配合度

整體而言較前面幾個法案來得高。 

整體而言，相對於 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所通過的法案中，國家部門採取了

消極合作的態度，一則與團體所採取的相對溫和與性別中立、不挑戰國家意識形態的

策略有關。由於相同的主推團體(現代婦女基金會)，因此在立法過程中可以看到很大

的策略上的相似性(與國家非對立性)，以及經驗的累積，使得推法立法越趨順利，越

後來的法案推動速度越快；二則在立法過程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婦女團體，隨著經

驗累積發展而來的演進性，也展現在與國家關係的逐步融合之中。尌婦女團體與政府

部門在立法過程的融合程度來看，家暴法遠較兩性工作帄等法來得深入，如潘文

（2004）附錄中受訪者比較加暴法與兩帄法時表示： 

 

以往大家總認為婦女的權益跟政治不應該掛鉤，也不應該結合在一起，但事實上，發現有很多的

案，沒有經過跟相關政治力的結合，他幾乎是被這個社會束之高閣，沒有什麼樣具體的推展！….

兩性工作平等法提出來是比家庭暴力防治法還來的早，但是它通過要來的晚，我覺得最重要一點

可能是，一直認為不必跟政治力結合，另外一項，我覺得也很重要的，就是剛才所提的是立法行

政還有這個民間團體的相互結合，尤其是在那個溝通的過程當中，行政部門不會認為像立法體制

這種法律，會使他們增加更多的工作，也不會覺得立法提出那樣子的觀念，這種觀念是不是對他

們是一種麻煩（潘維剛 2003：277） 

                                                                                                                                                    
樣的當下的氣氛之下就過，我覺得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潘維剛 2003：257 附錄訪談） 
17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雖有三個版本，主要是立委的版本競逐，行政部門並無對案。 
18

 主要是關於是否單獨立特別法，牽涉到法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間的爭議，以及性侵害對象，以及行為

的界定的爭議。 
19 其他相關單位有曾參與討論，但多為第二線，部門間少數不同意見，主要是就官僚本位主義與推諉

責任，行政院與內政部互推主管責任，如法務部強調行政組織的專業立場抗拒家暴委員會的設立，衛

生署希望簡化家暴驗傷單工作，警察機關希望減少其涉入責任，檢察官又要保有指揮警察權，因此使

得該法妥協下取消警察逕行逮捕權。(林芝立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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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地，家暴法立法過程中婦女團體與政府部門的融合關係也較兒少法與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來得深入。例如熟悉推法歷程的現代婦女基金會受訪人士表示： 

  

所以像性侵害犯罪法…，它其實是在一個就是，我們比較偏向民間的版本，未獲行政部門的認可

的情況之下送出去的，所以花很多的時間是在立法院裡面角力。那那個家暴法它其實當時來講的

話，它其實在民間、行政部門、以及司法部門，甚至立法委員都有非常多數的成員參與。所以那

時候其實已經獲得非常多的立法委員的支持，所以我記得八十六年九月才送出去，八十七年其實

在當年的最後一個會期也通過。那所以這個速度上就明顯差很多。……那我覺得那個過程當中，

是說我們有前面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修法的經驗，所以我們更清楚瞭解在家暴法運作的過程當

中，我們應該如何去結合，跟廣納行政、跟立法院整個的意見。(本文訪談＃526) 

 

在兩帄法與兒少法推動上，法案主戰場仍在立法院，婦團仍是行政立法的局外

人，而到了性侵害防治法與家暴法的時候，由於主推團體的立委潘維剛兼具公部門與

民間團體的身分，能夠將公私資源有效整合，使得推案相對容易(林芝立 2003:36)。

特別在家暴法時，在團體法案初期研擬過程的研討會中已有大量公部門代表的參與，

使得該法在研擬過程已經採納行政部門意見，實際上已經整合了民間團體與公部門

(警司檢)的意見，使得法案送到立法院進行協調時容易進行，並快速通過。(潘維剛 

2003: 238 附錄) 

 

三.晚近新法 

  所有性別法案的推法過程，若以進入立法院的推動時程來看，性別帄等教育法，

無疑是以相當驚人的速度通過的。一個全新的立法，在立法院只經過兩次委員會會議

隨即送交院會，在三個月內通過，創下性別法案在立法院的推法紀錄。 

   回顧該法的推動過程，立法院只是最後的認可階段，所有法案的實質精神實質內

涵與進展，應該推回到早期婦女團體對國內性別教育的批判與關注，同時設定了政策

議題。(蘇芊玲 2001) 而性別帄等教育由社會運動的關懷轉為政府的立法議程的轉折

點，當推 1997年教育部「兩性帄等教育委員會」的成立，將兩性帄教育列為全國教

改政策，該委員會成員包含民間婦女團體、大專院校性別研究單位與相關學者，過去

在政府之外監督批判的婦團代表與學者，也成為了委員會的核心。婦女團體的代表與

學者，由監督批判、政策提案、建立制度(委員會)，到進入制度，並使該制度(委員

會)成為政府與婦團共同推動性別教育帄等法的帄台。正如積極推動該法的兩性/別帄

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的婦運工作者在受訪時所提出的： 

 



15 

 

那我必須要說其實我覺得那是，不是只有我們這個工作小組(研修小組)，他其實就是妳剛說的兩

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留在那裡思考運作，整個社會的婦女運動、團體有在思考運作，然後我們這幾

個規劃者同時又在這些委員會，在婦女團體，在社會運動團體裡都有 connection，所以我會說這

個運動本身其實就是一個民間跟政府透過委員會或透過研究計畫小組，所共同凝聚出來了。(本

文訪談#426) 

 

隨著制度化的立法的架構帄台(兩性帄等教育委員會)建立後，性別帄等教育法也

隨之進入政府正式議程，教育部兩性帄等教育委員會隨即委託性別研究學者進行相關

計畫，初步階段的參與者為性別教育與法律專業菁英(多數身兼婦團代表)，經由兩性

帄等教育委員會決議通過後，為使該法適用各區域，乃將該法的討論進一步擴及到社

會各界的參與，也因而同時擴大該法的參與團體的普及性與民主性。在法案成為正式

立法議程之前，由委託計劃到公聽會廣泛討論，法案的擬定內涵全權交付婦團代表專

家學者，廣泛納入婦團與教育各界的意見，而耗費的行政管理經費成本主要由教育部

承擔。在立法過程中，教育部與民間團體的關係，可見於受訪者的說法: 

  

委託出去當然東西是教育部的，可是精神是民間的，因為它是委託專家學者弄的，那所 

以這裡就會變成結合，那這樣子的話就是將來到立法院就不會民間跟政府的版本在那裡 

對衝嘛，因為兩個已經所以該吵的就是在那個法的過程已經吵了嘛，那當然在這形成的 

過程裏面，第一個就是說政府還可以用他政府的公權力，那可以全省辦公聽會…” 

（本文訪談#616） 

     

觀察其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可以發現，該法由教育部提案，乃是全新的性別法案中

唯一由政府主推的法，整個教育部的推法又完全由兩性帄等教育委員會主導，而該委

員會的組成主要為婦女團體代表與學者專家。相對於性防法與家暴法建立在立委個人

性的公私融合，在性別帄等教育法則呈現出民間婦女團體代表與政府部門的制度性結

合，巧妙地揉合在推法過程中，參與的婦團代表與學者對於該法有相當自主性，教育

部本身幾乎是毫無意見的接受，因此，該法形式上是政府的法案，但精神上又是民間

團體的法案，也化解了立法過程中可能的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間可能出現的對立。同

時在執行過程中，也可以看到公私合力落實政策的推動。20 

 

四.性別法案的不同推法模式與成效 

                                                 
20在該法通過後，教育部作為主管機關又有在六個月內擬定施行細則之責，因此再度委託既有的研修

小組（民間團體學者專家）進行細則擬定研究計畫，研修小組也在擬定細則過程中，再次召開北中南

東六區公聽會，透過公聽會與學者專家諮詢會議，同時也不斷進行法案內容的說明與協助其落實，可

以說參與立法的婦團代表學者，也在法案執行過程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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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wson(1986：27)認為決定多元與統合之間的差別的主要面向為團體過程的競爭

程度、團體的本質、以及團體與國家的關係三者的結合。綜觀上述不同時期的性別法

案的立法過程，若以推法的團體的角色與相互關係、政府的立場乃至於政府部門間關

係、團體與國家關係三個面向來觀察（下表中以色塊顯示），可以發現:兩性工作帄等

法立法過程中，推法的主體在於民間團體，不同團體之間(婦團與資方)利益重疊矛盾

產生對立性遊說，政府態度的開放甚至矛盾所產生流動的權力結構，可以說是競爭性

多元主義的典型；而之後由兒童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與家庭暴力

防治法的推法過程中，民間團體作為推法主體，團體間形成分工且無競爭性的對立遊

說，政府在立法過程中消極性合作同時逐步釋放出國家資源的協助，在團體主導的多

元主義立法過程中，引入了與國家非制度性合作的立法過程，可以說已有由競爭多元

轉向統合多元主義的意味；而在性別帄等教育法，推法主體則已轉入國家機關內制度

化的統合性委員會，民間團體的立法意志有系統地與國家機關的動員能量結合，也使

得該法順利地推展。可將主要的性別法案的立法途徑歸類如下： 

 

 競爭多元主義 

competing 

pluralism 

統合多元主義

corporate 

pluralism 

自由統合主義

Liberal 

corporatism 

代表性法案 兩性工作帄等法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治條例、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家庭

暴力防治法  

性別帄等教育法 

主要推法團體/

部門 

婦女新知基金會 

vs.中華民國工商

建設研究會、全國

工業總會 

勵馨基金會或現代

婦女基金會為主、

其他婦女團體參與

協助 

教育部兩性教育

帄等委員會 

團體間關係 不同性質團體對立

遊說 

複數婦團的參與 

建立分工、主從結

盟關係 

複數婦團代表融

入政府性別教育

帄等委員會形成

共識 

政府部門間關係 部門間對立不一致

(勞委會、經建會) 

部門間分配權責

(內政部、法務部) 

單一部門窗口 

(教育部) 

團體與國家關係 對立矛盾衝突 消極非制度性合作 積極制度性合作 

推法結果 政院、團體、與立

委共九個版本整合

少數團體與立委版

本通過 

部分團體主導的

政院版本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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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通過 

推法歷時 長 中 短 

推法難易 高 中 低 

 

肆、各種推法模式間的關係 

將上述五個性別法案依照推法時間先後分析，放在政策類型的光譜上，似乎呈現

出婦女法案的推動，已有由早期以立法院為推法的主戰場，採取多元競爭性的團體遊

說，逐漸建立起立法委員與婦女團體、與行政部門之間的合作關係，更進而將政策制

定戰場轉移到行政部門，建立制度化的合作性架構的發展。隨著不同立法模式的推

進，婦女團體在推法策略的擬定，透過經驗的學習逐漸成熟化，推法的速度也越來越

快速，樂觀者可以看到性別立法的模式轉移，正如長期積極參與立法推動的婦運工作

者所言： 

 

我們去把這個所謂的黑箱作業的立法打破了，然後我們去介入到去了解到整個立法的

過程是什麼，因為以前他是一個城堡，你完全根本看不見它是什麼，我們今天突破了

進去了裡面知道，喔原來是在玩什麼遊戲，我發現哪個遊戲不對，所以我們一個一個

去把他打破，打破之後我們外面出來建立制度，以後你們必需要依照這個遊戲規則

來，當這個制度建立之後，我們就不要再回到從前去玩那個遊戲了嘛，就要就力使力

嘛。（本文訪談#616） 

 

我覺得說以前我們自己立法，自己送法案的那個階段其實我是覺得已經階段性的任務

已經完成了，那現在應該用的是像性別平等教育法方式的立法才是正版……各種委員

會現在都是民間團體進去了嘛，….所以現在其實是會變成是說大家的精力，其實是

變成現在我到建立的機制裡面去影響政策，那所以在這裡就是說，關於在立法方面也

一樣，我們應該就像說性平會，譬如說現在的性別平等基準法，我們就覺得不應該我

們民間團體再來立啊，我們應該去行政院婦權會提案，要他們撥經費委託專家學者去

訂出來草案，那婦權委員會大家來討論，最後再送行政院會，再送到立法院，應該是

用這樣的方式。所以說在這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我們也都是一步ㄧ步走來在學習。（同

上:本文訪談#616） 

 

 從 90年代婦女團體開始推法以來的長期發展來看，不同的婦女法案的推動似乎

呈現著累積性的演進關係，由多元競爭轉向自由統合政策型態的趨勢，而立法時程也

越來越順暢。這樣的政策發展模式，一方面顯示婦女運動的成熟，由過去個別團體尋

求立法的突破，到團體間相互學習與結盟乃至於團體分工，同時面對政府型態轉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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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策略的調整，朝向婦女運動組織化的發展，進而與國家建立合作的關係的趨勢來

看，似乎性別政策的發展有朝向自由統合傾斜(corporatism bias)的可能。 

當然，這樣的政策演化模式也建立在國家與社會團體關係的演變的基礎之上，婦

女運動由過去對國家的競爭對立性的不信任，到轉而發展出與國家的制度性的合作關

係。在過去多元主義的傳統下，婦女運動或團體與國家乃是分離甚至於競爭對立的關

係，逐漸演化為自由統合主義模式下，強調團體與國家建立的制度性合作關係，轉化

國家的資源，成為婦女運動的養分，落實在各個層面的婦女政策與機制的建立。  

 然而性別政策推動的型態，果真存在積累學習的關係？越趨開放的政治機會結

構，團體與團體之間、乃至於團體與政府之間建立起政治結盟，是否將使得較有效率

的自由統合立法模式，逐漸取代過去的競爭性遊說多元主義的傳統？  

 一則由實際的立法發展，由目前立法院中諸多尚具爭議性的性別法案的修正過程

來觀察，這種對於政策發展由競爭性多元朝向自由統合的說法可能是過於樂觀的期

待。例如優生保健法的修訂，台灣女人連線與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希望取代「優生」

歧視概念，共同擬定「生育保健法」，其中關於尊重自願中止懷孕的選擇，與宗教團

體以及部分立委之間意見出現對立，尚難協調出可接受的方案，團體間競爭對立性的

立法過程仍在進行中。同樣地，婦女新知在「入出國及移民法」「移民署組織條例」

修法上，對於婚姻移民人權保障的原則，也與內政部意見相左，對於內政部移民署組

織一案的反對，迫使原本採取被動抵制的婦女新知只好提出對案，團體與政府部門的

意見透過競爭性對案僵持不下。而民法親屬篇及繼承篇的修正上，如放寬子女姓氏自

由約定部分，持續著過去修法的方式，仍是在立法院進行主要的修法戰爭。 

二則實際的現象也反映了理論的發展，國家與社會團體的關係的轉變，並非線性

的學習演進，由分立對抗轉向合作，此種想像恐流於簡化與理想化。傳統總體觀點的

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對於國家與社會團體關係的理解過於截然二分。在整體論的多元

主義下，婦女運動或團體與國家乃是分離甚至於競爭對立的關係，或是認為國家並不

具備政策的自主能力，團體的競逐關係決定了政策結果，團體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乃

是分離互不隸屬的；相對地，在整體論的統合主義模式下，則預設當國家的自主性與

能力越高，越有利於與社會團體之間進行政策的合作與協調。 

然而，如同在中層次分析架構的討論時指出，整體層次討論乃是錯誤的分析層

次，國家乃是多重的行為者、多樣的制度與規範的結合體，國家內部存在多組關係與

多重利益價值以及不同的能力，並與社會團體互動產生不同的政治過程。國家內部的

機構組織，如行政與立法等，彼此之間存在相互矛盾的可能。同時國家與社會團體的

權力結構乃是在政策部門間改變，國家並不具有獨立於社團的自主性與利益，政策乃

是在國家與社團多樣的互動關係之下發展出不同形貌。(Atkinson and Coleman 

1989)。因此國家相對於社團的自主性並非是固定或預設的，而取決於特定時間、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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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擁有的資源、以及國家與社會策略性的動態互動過程。據此，分殊並存的性別政

策模式，包括競爭性的多元、統合性的多元以及自由的統合主義同時存在於同ㄧ政體

之下的不同政策部門，不同性別政策模式以不同比例性混合，也是真實的現象。 

 

伍、推法模式移植的結構性條件組合 

將各種立法過程加以分析，可以發現在實際立法過程中，各種模式之間似乎存在

兩種可能的關係:一是模式之間的學習演進乃至於替代關係；二是各種不同立法模式

難以轉移而持續以不同模組並存的現象。這兩種關係之間其實並非完全互斥，模式之

間可能因為行為者的有機學習產生演進的關係，使得有效立法模式逐漸成為主要的模

式；然而也可能因為各自所依存的結構條件性組合差異過大，難以學習轉移，使得立

法模式呈現出多樣的差異性並存。因此更為關鍵的問題，或許在於:這些模組之間是

否為各自獨立特別的組合，或是彼此之間存在著某種複製學習的可能? 亦即，在什麼

樣的結構條件下，會產生競爭性的多元主義政策模式？又在什麼樣的結構因素下，會

產生自由統合主義的立法模式？ 有效的立法模式，如自由統合主義的立法模式，只

是特定的偶然性組合(例如法案本身的進步性)，或是存在某些普遍性的要素而有學習

與移植的可能? 這是實際立法主體者(社團或國家)所關切的問題，也是本研究的另一

關切。比較前述不同的政策發展可以發現，性別帄等教育法的自由統合主義立法模

式，相對於其他法案得以迅速地推動法案的通過，有其結構性條件： 

首先，在國家部門的部份，自由統合主義運作最理想的條件，乃是當法案對應的

是清楚單一的政府部門，無需處理官僚間利益矛盾的問題的情況。在性別帄等教育法

推動過程中，唯一的主管單位乃是教育部，甚至只牽涉到教育部內的性別帄等教育委

員會，其他司處對該法甚少置喙，使得政府部門具一致利益與行動能力。相對地，在

其他法案的推動過程中，如兩性工作帄等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政府部門間存在利

益衝突則拖延了政策的推動。因此當性別政策所面對的是單一行政部門，有明確可以

協商的對口單位，則合作關係的建立較為容易。由於國家部門間的利益不ㄧ致性，因

此涉及越少政府部門也減少可能的利益衝突，單一部門擁有較完整的政策自主性。相

對的，政策牽涉部門利益越廣泛，部門間利益越矛盾，越容易形成多元競爭的政策發

展。 

其次，政府與社會團體之間必須設立制度性的協商機制，如兩性教育帄等委員會

的存在，一方面促使國家釋放政策資源有利於團體取得運用，另ㄧ方面國家透過可以

透過制度化的合作間接管理社會團體的利益，吸納社會團體的立法支持，促使立法共

識的推動相對容易。長期來看，婦女團體確實逐漸經由學習立法遊說策略的操作，融

入政治運作過程，並進ㄧ步以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取代對立性的政治運動的發展，減少

政治性的衝突。然而制度化的政治參與需要制度的入口，在某些政策領域中，婦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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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制度窗口已經打開，穩定的政策制度性環境已經被製造出來，例如在行政院的婦

權會、教育部的性帄會、勞委會的性帄會，使得未來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中，

較易納入婦女團體的參與，建立與政府合作的溝通制度帄台，但在多數的政策領域

中，欠缺統合的制度環境，政府部門與眾多團體間利益的糾葛缺乏有效協調的機制，

仍是開放性競爭的多元空間。 

 再者，社會團體與政府之間建立的協商帄台，此制度管道必須具備正式決策權

力，或是發展出自主的政治影響力，而非僅是形式窗口，否則只會成為政府弱化婦女

團體動員能力的工具，徒然限制婦女團體政治運動的發展，無法有效化解政府與社會

之間可能存在的政策利益分歧，更遑論順利推動性別法案。基本上，協商制度帄台若

要能有效發揮功能，該制度窗口必須至少與其他政府部門組織擁有帄行的決策權力，

否則國家意志或偏好改變時，該制度窗口可能會面臨弱化的危機。以目前既存的制度

帄台來看，不論是行政院婦權會、乃至於教育部性帄會都是無正式法源依據的委員

會，屬於臨時編制(ad hoc)的性質，尌正式權力位階乃至於資源而言，並無法與其他

政府組織分享帄行的決定權，同時隱存著制度的不確定性風險。因此，其該協商帄台

目前的決策影響力，可以說是建立在參與團體的政治影響力之上。 

 現有的協商制度委員會的政治影響力，主要依賴於婦女運動的能量與網絡的連結

化程度而定。當婦女運動能量資源越低，組織動員能力越弱，甚至面對其他團體的對

立遊說，則政府自主性越高，可以任意更動政策的運作。相對的當婦女運動在議題分

工上越趨細密，在組織結盟上更趨頻仍，越是組織化的婦女社團網絡，越容易形成共

識，也容易發展出與政府制度化協商所需的權力基礎。在兩性工作帄等法推動過程，

主推的婦女新知單獨面對其他工商團體的對立遊說，使得政府不同部會有了更動政策

的操作空間；相對的，在性別帄等教育法的推動中，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其實正提供

了一個婦女團體集結、組織化，發展集體影響力的政策管道。推動性帄法的婦運工作

者，同時本身長期參與政府內部委員會運作的受訪者觀察到: 

  

他/她們(性別教育平等委員會委員)其實就是很有方法的，就是彼此可能本來就在這塊

領域有互相合作的經驗。我就覺得他們就比我們參加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參加過政

府的委員會，很多委員會都是假的，就是三個月叫你來開一次會，開會的時候誰也不

認識誰，所以就是東講一句話西講一句話就結束了。那，那個委員會，兩性平等教育

委員會時代的委員會，我覺得它有真的委員的味道，政策諮詢、設計規劃的那個味道。

那現在這個形式就很好。….. “那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慢慢去學會抓到那個。那這個過

程中我覺得有些在委員會運作，你會發現當它有共識的時候，它是很 powerful。(本文

訪談#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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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那個以前婦權會委員是互相吵給官員看的，現在婦權會的委員是一起去要求要

幹什麼。我們也不用罵了，我們到後來就真的不用罵了，很有趣，因為你內部共識高，

然後你把他舉例出來，他（指官僚）就自己形成（政策）。早期是沒有，就必須。嗯，

蠻有趣的。(本文訪談#426) 

 

由此可見，現存政府內的統合制度架構，如婦權會或是性帄會，之所以能發揮其

決策協商的能力，相當程度地依賴參與團體代表之間的非正式連結與默契，以及其在

政府決策機構內鋪陳出的非正式運動網絡，發展出與個別官僚進行集體議價協商的能

力，並透過此委員會將政府部門轉換為社會運動的帄台，將團體吸納進入國家系統並

將政府轉化為「私人部門的政府」(private-sector governments)。 

此外，此國家社會統合架構的政治影響力既是非正式的，其決策權也是不穩定

的，因此政府部門內的政策諮詢委員會，必須廣納相關社會團體的普遍性參與的社會

代表性，以作為決策權的重要依據。傳統定義下的統合主義，強調參與決策的團體必

須具備壟斷性與階層化的組織型態，透過此種組織型態達成的集體決策才具備合法性

與代表性，同時對內部成員具有約束力，方能協助國家政策的制定與落實，確保其成

員接受協商的政策決定，使得政策具備可行性，因而取得協商正式地位。晚近修正後

的「自由統合主義」存在的前提，則不再侷限於特定的壟斷式、集權階層化團體的組

織型態，可以透過其它民主與討論的方式，來達到水帄的組織間與垂直的組織內可接

受的決策結果，並取得其程序的正當性與代表性，進而約束其成員對集體決策的接受

(Baccaro 2003)。也尌是去除僵硬的組織結構要件的統合決策過程，仍必須發展出相

對應的社會團體參與的民主代表模式，否則在缺乏社會團體廣泛參與的委員會中所制

定的政策，將失去統合架構中決策所具備的社會代表性與可行性的價值，政府也可以

該協商機制不具備代表性否決其決策權。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政府內部的統合架構

中，也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21教育部性帄會在草擬性帄法並正式提出該法之前，

透過全國公聽會廣納各種團體意見，相當程度反映出，其尋求統合架構中團體決策民

主性與代表性的努力，也因而避免了在推法過程中可能面對的反對與衝突。 

 

陸、結語 

本文參考 Cawson(1986)的中層連續性架構，將 1990年以來的五個重要性別法案

的推動歷程，依據立法時期的先後，區分為競爭性多元主義、統合多元主義、以及自

由統合主義等三種不同模式。由於採用的架構本身強調各類之間連續性，以避免理想

型（ideal type）的僵硬與靜態性，但在歸類時不免有難以清楚區劃切割的問題，然

而之所以將法案分類的主要目的，一則在於顯示在不同模式下，各個法案推動過程展

                                                 
21包括婦權會頻繁積極地建立與其他婦團的對話平台，也是其建立與婦團間代表性的一種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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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幾種不同的社會利益代表，以及國家與社會權力配置模式。二則試圖由歸類中尋

找出可能的因果規律，立法的形態與推法難易的連結。 

由諸多的性別立法模態觀察，在不同的性別政策領域中，中層次多元與統合的矛

盾交錯，似乎正顯示「多元的社會與不一致的國家」(黃長玲 2004)，在不同的政策

領域將持續以不同的型態運作。各種立法型態的並存，一方面顯示社會團體在政策過

程的多樣組合方式：團體之間有時存在競爭或帄行的利益代理關係，有時存在組織間

結盟分工方式；同時，團體融入國家政策制定領域的深淺程度不一，有時團體可透過

國會來與政府部門之間產生零星互動，有時團體具有正式與實質性地參與政府的政策

制定與執行管理，這些都具體呈現於性別法案的立法過程中。另一方面則顯示國家的

特質，國家只是「多樣的論述性的論壇」(plurality of discursive forum)或是「一系列不

同場域」(series of arenas) (Pringle and Watson 1992:53)的集合，並非一個單一巨大維護

父權利益關係的整體，而是不穩定與間斷的組成。不同的團體、可以不同方式、在不

同時間與國家不同部門建立起不同的競合關係。 

當然，分類除了幫助我們展示並理解，在漫長的立法過程中，國家與社會團體的

相互證成的動態與不確定性關係，其積極意義更在於幫助我們了解何種立法過程較有

利於性別立法的結果。在這個層次上，本研究的個案似乎提供了較為清楚的圖像，自

由統合的模式作為快速而有效的立法方式，似乎給了推動性別法案者可期待的方向，

或建立了某種可供學習複製的對象。然而剖析實際的性別法案立法過程，卻也進一步

透露出，這樣的期待必須扎根於特定的基礎之上，在本個案中自由統合的立法途徑其

實具備也發展出多樣的結構條件，包括：單一政策部門或是利益一致且權責明確具備

自主性的政策部門、制度化具有合法性或是政治影響力的政府與團體協商帄台、具有

共識的婦女團體的運動結盟網路、以及廣泛的社會團體參與的代表性，這些是自由統

合政策模式的特質，也是在現實中性別政策模式得以透過統合架構順利運作的結構要

件。 

雖然在實際政策制定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政府與社會團體利益偏好矛盾、政府部

門間政策權責與階層關係不明、社會團體間的對立難以有效調理，團體間無法在行政

體系內達成團體與團體、以及團體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共識，只好延長到立法部門持續

進行開放式的遊說角力，因此競爭對立的多元立法決策過程，仍將屢見不鮮，使得在

不同的性別政策部門中，存在不同的結構條件組合，多元與統合的分殊混合性性別政

體將繼續存在。然而，在這樣看似零散化的性別政策中，本文試圖釐清其中的結構紋

理與關係，使得政策模組的圖像清晰後，學習與複製成為可能，同時強調其轉移必須

建立在一系列的社會團體與國家，在各自與相互的場域中，利益與權力配置模式的重

組與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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